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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转移研究的流动性转向

———从国家中心到比较城市

肖　芸

提要：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日益频繁的城市间跨国政策转移正深刻地改

变着全球城市的治理模式，将地方治理机制连接至全球城市政策共同体。城

市在其中贡献并吸收各类治理方案，成为全球治理体系中最活跃的参与者与

推动者。然而，传统的政策转移研究框架具有国家中心主义特征，因而未能

为这些现象提供一个比较城市的分析视角。因此，有学者提出了聚焦于城市

的政策流动概念，强调从跨学科视角关注城市政策跨国流动过程中的全球关

系及空间—社会建构，从而推动了政策转移研究的流动性转向。本文从背

景、理论基础以及现实关照三个方面对政策流动框架进行了梳理，并试图提

出这一框架下未来的研究议题，以期推动国内比较城市政策的研究，促进政

策研究的跨学科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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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全球城市间的政策交流与治理经验的共享已成为常态。

越来越多的城市正在通过大大小小的会议、论坛、网络以及实地考察活

动学习彼此的治理经验。这种跨国经验正逐渐改变城市的治理模式，

并为城市决策制定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从本质上来说，这是一个政

策转移的过程，但这又不仅涉及政策的跨国传播，而且涉及城市间的互

动，制度、人员、资本、资源等的跨城市流动等问题。在全球化影响已渗

透世界上大多数城市的背景下，西方学界开始对政策转移研究中传统

的跨国家研究路径进行批判性反思，并在其基础上提出了更能精准解

释频繁的跨城市政策转移现象的比较城市视角———通过借用社会学的

流动性路径来捕捉城市间跨国互动的政策流动框架，由此开启了政策

转移研究的流动性转向。然而，目前国内关于政策转移所做研究均局

限于传统路径的理论综述、概念辨析和实证分析，缺乏对理论新动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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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捉和批判性反思。了解西方治理理念的变革有助于我们反思和探索

当代中国的治理之道。因此，本文旨在更新学界对政策转移研究的了

解，引介政策流动概念，阐明其内涵，并尽可能清晰地呈现政策转移流

动性转向的实质。

一、传统政策转移研究的限度

政策转移研究的起源可追溯至美国的比较公共政策分析（Ｂｕｌｍｅｒ
ｅｔａｌ，２００７）。作为跨国家的政策研究，政策转移被认为是连接国际
关系和比较政治学的桥梁。早在１９８７年就已有学者关注过政策在国
家间转移的案例。韦斯特尼在其名为《西方组织模式到明治日本的转

移》的专著中提出了日后政策转移研究框架的雏形。他在文中讨论了

转移是自愿的还是强制的、转移的结果为何与预期有出入、转移作为因

变量时有着怎样的内在逻辑，而作为自变量时又如何产生影响等问题

（Ｗｅｓｔｎｅｙ，１９８７）。直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随着全球化的深入，这种
政策跨国转移现象才开始受到西方学界的广泛关注。１９９６年，多洛维
茨和马什在梳理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为其赋予明确内涵，即“在某一政

治环境中的政策知识、行政安排、制度和理念被运用于其他政治环境之

中的过程”，正式确立了政策转移概念，并将其作为区别于政策扩散、

经验吸取等理论的一个独立研究领域（Ｄｏｌｏｗｉｔｚ＆Ｍａｒｓｈ，１９９６）。他们
认为，政策转移理论是对政策扩散理论（Ｗａｌｋｅｒ，１９６９）的补充和完善，
因为政策扩散只是从时机、地理邻近及资源相似度上对创新政策在州

之间的传播做出解释，而没有涉及被转移的政策内容。而经验吸取理

论（Ｒｏｓｅ，１９９３）也只是关注了政策转移中的自愿转移部分。因此，政
策转移是一个更为全面的概念，包括自愿和非自愿的转移，且对政策扩

散没能回答的问题进行了补充。

２０１１年以来，学界开始围绕政策转移进行反思。这场讨论始于本
森和乔丹在一篇反思政策转移研究的文章中所提出的开放式问题———

政策转移是否已经逐渐失去讨论价值，最终走向概念的衰亡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ｄｅｃａｙ）（Ｂｅｎｓｏｎ＆Ｊｏｒｄａｎ，２０１１）？他们认为政策转移是公共
政策研究中的重要概念，但近年来相关文献的锐减似乎说明政策转移的

理论热度正在逐渐衰退。这一问题引发了不同学者对政策转移框架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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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力的反思以及对该理论未来发展方向的追问。学者们的担忧主要集

中在几个方面：政策转移研究因概念的模糊而失去解释力，因对现实世

界的解释力不足而失去发展动力，因受到传统框架的局限而故步自封。

（一）概念边界模糊
事实上，直到现在，学界也未对政策转移的内涵和范围形成一致的

看法。麦卡恩认为政策转移是一个如萨耶所说的“混沌的概念”

（ｃｈａｏｔｉｃ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无法与其他政策制定概念相区分（Ｓａｙｅｒ，１９９２；
ＭｃＣａｎｎ，２０１１ａ）。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政策转移是一个宽泛的分析
概念，从众（ｂａｎｄｗａｇｏｎｉｎｇ）、趋同（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扩散（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效仿
（ｅｍｕｌａｔｉｏｎ）、政策学习（ｐｏｌｉｃｙｌｅａｒｎｉｎｇ）、经验吸取（ｌｅｓｓｏｎｄｒａｗｉｎｇ）等都
被视为政策转移的不同表现形式（Ｅｖａｎｓ，２００９）。这种覆盖面过宽的
概念范畴导致了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概念使用上的模糊状态阻碍了政策研究者间的聚焦对话，进

而限制了理论的进一步发展。这也是为什么尽管不断有学者对政策转

移进行研究，却没能真正推进其理论的发展。因为他们始终无法明确

一个基本问题，即当我们在研究政策转移时究竟在研究什么，因此也就

无法针对相同对象进行增益性的对话（ＭｃＣａｎｎ＆Ｗａｒｄ，２０１２）。
第二，过度延伸的概念边界已无法为真实世界中的现象提供精准的

解释（Ｂｅｎｓｏｎ＆Ｊｏｒｄａｎ，２０１１）。一方面，当不同的，甚至是相对的理论被
置于政策转移框架下，该领域内概念间的差异性和多样性被大大弱化，

因而降低了解释力（Ｒｏｓｅ，１９９３）。另一方面，过于宽泛的内涵难以精准
表述现象的不同侧面。已有学者试图提出具有不同侧重和明确边界的

分析概念，如政策流动（ｐｏｌｉｃｙｍｏｂｉｌｉｔｙ）（Ｐｅｃｋ＆Ｔｈｅｏｄｏｒｅ，２０１０）、政策游
历（ｐｏｌｉｃｙｔｏｕｒｉｓｍ）（Ｗａｒｄ，２０１１）、政策模仿（ｐｏｌｉｃｙｍｉｍｅｓｉｓ）（Ｍａｓｓｅｙ，
２００９）、政策借用（ｐｏｌｉｃｙｂｏｒｒｏｗｉｎｇ）（Ｒｏｂｅｒｔｓｏｎ＆Ｗａｌｔｍａｎ，１９９３），等等。

如萨托里所说，拥有严格定义的概念才具有解释力（Ｓａｒｔｏｒｉ，
１９７０）。当政策转移理论被用于解释越来越多的现象时，它将发展成
一个单纯的概念借用者（ｎｅｔｉｍｐｏｒｔｅｒｏｆｉｄｅａｓ），在扩大解释范围的同时
又失去了解释的精准性（Ｌｏｄｇｅ，２００３）。

（二）分析视角悬浮于国家之上
对现实的关照是理论的生命力之所在。好的理论能够帮助我们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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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地理解经验世界。然而，政策转移研究却被埃文斯认为无法与经验

世界紧密结合，对现实的描述力有限（Ｅｖａｎｓ，２００６）。他的解释是，这
一领域缺少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文献，且文献缺乏通过实践调查得出

的经验证据。这一缺陷是基于政策转移理论的特征而天然存在的。政

策转移本身就是一个国际关系理论，采用的是国家中心主义（ｓｔａｔｅ
ｃｅｎｔｒｉｃ）的视角，具体表现在其更为关心诸如超国家组织如何推动政策
转移、国际组织如何调和国际政策、国际关系如何对政策转移产生影响

以及解释政策趋同等问题，研究对象也以国家与国际组织等正式组织

为主（Ｊａｍｅｓ＆Ｌｏｄｇｅ，２００３；Ｐｅｃｋ＆Ｔｈｅｏｄｏｒｅ，２０１０）。然而，这些正式组
织的经验材料较难获得，导致了传统政策转移研究缺乏通过调查而得

出的实证数据。

此外，这种国家中心视角使研究更多地关注正式的国家或国际组

织（Ｓｔｏｎｅ，２００４），而忽略了其他类型的参与者以及在其他场景（如城市
间）发生的转移事实（ＭｃＣａｎｎ＆Ｗａｒｄ，２０１２）。现实的情况是，城市在
政策转移过程中进行着深度合作，专家、跨国倡导联盟、ＮＧＯ、智库、认
识共同体、媒体等非国家行动者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悬浮于

国家之上的视角似乎已与现实情况脱节，无法客观呈现非国家行动者

对转移过程带来的影响，更没能涵盖当前城市场景中发生的丰富而鲜

活的案例，因而被学者认为对国家以下层面的实践缺乏指导意义。愈

发频繁的城市间跨国政策转移现象急需通过理论加以解释、分析，并转

变为指导实践的依据。然而，政策转移理论却没能将视角从国家下沉

至地方，细致入微地关照现实世界，因此削弱了其对现实的解释力以及

概念的生命力（ＭｃＣａｎｎ，２０１２）。

（三）对传统理论框架产生路径依赖
多洛维茨和马什作为政策转移研究的奠基人所提出的研究框架一

直被奉为经典，为学者们所广泛引用。本森和乔丹在对政策转移研究

进行反思时充分肯定了前人的研究框架，认为其成功塑造了目前这一

领域的研究形态（Ｂｅｎｓｏｎ＆Ｊｏｒｄａｎ，２０１１）。然而，这一观点随即遭到其
他学者的反对，并引发了更大范围内的关于政策转移研究受限的讨论。

拉古那指出，经典框架的流行会导致研究受到限制，研究者会不自觉地

套用框架所设定的过程导向视角，重复关于转移过程、参与者类型以及

转移条件的研究，从而产生框架上的路径依赖（ＤｕｓｓａｕｇｅＬａｇｕ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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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事实上，政策转移研究不应只是简单的过程研究，更应是一个
复杂的社会—空间及政治研究。然而，传统的政策转移研究倾向于弱

化其中的实践和个人层面的流动性特征。其实这些特征可以为理解政

策转移过程构建起一个更多层次、更立体，也更符合现实的视角。

可见，对固有框架的路径依赖会使政策转移研究故步自封，既无法

做出对现实世界有所补益的分析，也无法关注到其他学者提出的超越

研究传统的主题，如时间因素对政策转移的影响（Ｆａｗｃｅｔｔ＆Ｍａｒｓｈ，
２０１２），组织特征与组织能力对跨国学习的制约（Ｂｒａｎｎ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８），
官僚运作、政党形态、政治文化等政策转移中的政治（Ｇｉｌａｒｄｉ，２０１０），如何
挑选一个好的政策进行移植（Ａｎｄｒｅｗｓ，２０１２），等等。然而，这些超越
传统理论框架的议题恰恰是政策转移研究未来的发展动力。

基于上述反思，学者们呼吁超越传统框架，关注非国家层面的政策

转移，进行跨学科研究与对话，并通过丰富细致的实证研究来加深研究

的现实指导意义。他们所达成的共识是在确保概念不被过度延伸的基

础上提出新问题、关注新主题、打开新场景，让政策转移研究能够与时

俱进地指导当前实践。本文所关注的政策流动概念正是在反思政策转

移研究的基础上成为了焕发活力的理论分支点。

二、后转移时代：从政策转移到城市政策流动

近年来，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们试图超越政策转移研究的传

统框架，在城市的维度寻找研究发展新动力（Ｔｅｍｅｎｏｓ＆Ｂａｋｅｒ，２０１５）。
这表明学者们正在摆脱国家中心视角，并形成新的注意力取向———全

球化背景下政策如何在城市间流动以及城市如何在跨国关系下更好地

利用与政策相关的人才、资本和知识的流动（Ｔａｙｌｏｒ，２００７）。这一研究
转向以对流动性的跨学科运用为特征，是社会科学“流动性转向”在政

策转移研究中的具体表现，从本质上来说是从植根于政治科学的理性

形式主义传统向跨社会科学学科的社会建构视角的延伸。

（一）研究场景的转换：从国家到城市
坎特和萨维奇（Ｋａｎｔｏｒ＆Ｓａｖｉｔｃｈ，２００５）曾指出正是比较城市研究

框架的缺失阻碍了比较研究的发展。然而，城市这一跨国经验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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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场域长期被政策转移学者所忽略。但从一个积极的角度来看，传

统政策转移研究在城市层面的缺失为后来者建构作为全球关系、社

会—空间过程的城市间政策转移留下了理论空间。事实上，不少城市

学者已经注意到，全球化、信息化的发展使作为跨国网络节点（ｎｏｄｅｓ）
的城市的资源配置功能越发突出，而城市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参与也

不断深入（汤伟，２０１１）。同时，新自由主义思潮也拓展了竞争性市场，
将城市转变为具有更高流动能力和动力的“企业家”（Ｂｒｅｎｎｅｒ＆
Ｔｈｅｏｄｏｒｅ，２００２；Ｐｅｃｋ＆Ｔｉｃｋｅｌｌ，２００２）。以撒森（ＳａｓｋｉａＳａｓｓｅｎ）、斯科特
（ＡｌｌｅｎＪＳｃｏｔｔ）、弗雷德曼（ＪｏｈｎＦｒｉｅｄｍａｎｎ）为代表的全球城市学者一
直在呼吁正视城市作为全球治理主体而崛起的事实。他们认为地方行

动主体已频繁进入曾被国家所“垄断”的跨国政治领域。全球城市之

间的人力、信息、资金流动正在创造某种绕开国家的跨边界地理关联，

各地方行动者的活动空间被拓宽，获得了重塑全球政治主体性的契机。

这意味着一个以城市作为流动关键节点而国家角色逐渐被淡化的新全

球景观正在形成。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着眼于城市层级的政策流动作为对现实

变化的回应被提了出来，并被看作政策转移框架下新的、焕发活力的分

支。这标志着“后转移”（ｐｏｓｔｔｒａｎｓｆｅｒ）时代的开始（ＭｃＣａｎｎ＆Ｗａｒｄ，
２０１２）。学者通过流动性路径将概念操作化为用来理解城市政策转移
中“地方全球性”（ｌｏｃａｌｇｌｏｂａｌｎｅｓｓ）的工具，并通过关注政策转移发生
的微观空间及非正式行动者行为来补充政策转移的宏大架构所不能解

释的经验现象。事实上，早在２００１年，佩克与西奥多已提出过地方间
政策转移（ｉｎｔｅｒｌｏｃａｌｐｏｌｉｃｙｔｒａｎｓｆｅｒ）的说法（Ｐｅｃｋ＆Ｔｈｅｏｄｏｒｅ，２００１），
而２００３年佩克也发表过以《运动中的政策》（ＰｏｌｉｃｙｉｎＭｏｔｉｏｎ）为题的
文章（Ｐｅｃｋ，２００３）。但直到２００８年，政策流动概念才被城市地理学者
麦卡恩（ＥｕｇｅｎｅＭｃＣａｎｎ）提出，他在前人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了流动性
作为解释地方间政策转移的发生机制，进而推动了政策转移研究的流

动性转向。

政策流动研究与政策转移研究的不同之处在于其探究的是具有流

动性的政策知识如何被用于解决在不同空间层面、网络、政策圈子和制

度背景下发展和形成的城市治理问题（ＭｃＣａｎｎ＆Ｗａｒｄ，２０１１）。在政
策流动框架下，地方决策的制定是不断与全球其他地方发生联系的动

态过程，城市政策也随之成为全球要素的集成（ａｓｓｅｍｂｌａｇｅｓ）。政策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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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资本、资源和人力都是政策在全球范围内流通的载体，其流通贯穿

于不同地方的政体间（Ｐｅｃｋ，２００３）。政策转移的过程不再被简化为从
Ａ地到Ｂ地的线性过程，而是动态的学习、转译和流动等社会空间的建
构过程（Ｃｌａｒｋｅ，２０１２；Ｐｅｃｋ＆Ｔｈｅｏｄｏｒｅ，２０１０）。同时，这一跨国政治过
程被定义为具有全球关联性（ｇｌｏｂ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ｌ）、社会性和空间性的过
程，城市在其中被联系和建构起来（ＭｃＣａｎｎ，２０１１ｂ）。

这一分析视角实现了从关注机制内部因素转向关注组织间关系、

政府层级和政策网络中的跨国性和跨地方性，不再将目光局限在正式

组织上，转而关注微观参与者的多样性和自主性。在研究方法上，政策

流动学者主张进行更为细致的个案观察和细节追踪式（ｄｅｔａｉｌｅｄ
ｔｒａｃｉｎｇ）的研究（类似于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并呼吁以跨学科对话来推
进政策流动研究（ＭｃＣａｎｎ，２００８）。总的来说，学者们试图摆脱方法论
上的国家主义，转而强调地方层级与微观参与者的重要性，在肯定政策

转移内核的同时试图拓宽对转移过程中社会、空间因素的认识。

（二）城市政策流动的理论基础
使政策流动研究真正区别于传统政策转移研究的关键在于其跨学

科的理论基础。不断推动政策流动发展的主要是致力于解释政策在世

界范围内流通的地理学家们。他们受到社会学流动性概念的影响而开

始反思流动的机制与规律，并试图借助不同学科的理论揭示其中的社

会、政治属性。因此，政策流动研究不仅与政策科学有着深厚的渊源，

而且与地理学中的尺度与关系、社会学中的流动性路径以及新福柯主

义思想进行对话（Ｂａｋｅｒ＆Ｔｅｍｅｎｏｓ，２０１５），同时也与规划学、国际关系、
人文学之间建立了关联，从而形成了独特的规范和共识（Ｃｏｏｋ，２０１５）。
可以说，跨学科思考正是政策流动研究的精髓所在。因此，理解政策流

动背后的跨学科理论背景是我们揭示流动性转向实质的前提。

１．社会学的流动性路径
卡斯特曾指出，“我们的社会是围绕着流动而构建起来的：资本流

动、信息流动、技术流动、人才流动、观点和争议的流动。流动支配了我

们的经济、政治与生活的过程”（Ｃａｓｔｅｌｌｓ，２０００）。流动性是新现代性内
涵的应有之意，而全球城市正是全面展现流动性的载体。事实上，社会

科学界早已呈现出流动性转向趋势，有关流动性的研究方兴未艾

（Ｕｒｒｙ，２０００，２００４，２００７；Ｃｒｅｓｓｗｅｌｌ，２００６；Ｈｅｙｍａｎ＆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２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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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ｈｅｌｌｅｒ，２００４；Ｈａｎｎａｍｅｔａｌ，２００６；Ｓｈｅｌｌｅｒ＆Ｕｒｒｙ，２００６）。厄里（Ｊｏｈｎ
Ｕｒｒｙ）曾试图将社会学与流动性研究路径相结合提出流动社会学，本文
所讨论的政策流动也是一个将政策研究与流动性路径相结合的尝试。

流动性路径的使用带来了思考方式的转变，我们不再像传统社会

学范式那样将城市视为一个固定、封闭、永久的空间“容器”，而是对其

做出流动性和关系性的解释。学者们试图改变过去直线式移动的观

念，厘清流动中（ｉｎｔｒａｎｓｉｔ）所发生的故事，揭开联结全球节点的社会—
空间关系的黑箱（Ｓｈｅｌｌｅｒ＆Ｕｒｒｙ，２００６）。他们将流动视为影响社会分
工与社会角色的一种个人能力，不同的流动能力意味着不同程度的社

会权力（吴越菲，２０１７）。在这一路径下，政策的跨国流动被看作一个
社会建构的过程。政策知识、政策相关人员、资本都被认为是可以在全

球循环流动且处于持续运动之中的。这种全球流动塑造了社会关系，

同时也被社会关系所再造。在流动性路径下，政策从来不是以一个完

整的政策包的形式被转移的，而是以选择性的话语、零散的思路和拼凑

的模型等形式流动，因此需要经过持续的整合过程才能形成一项地方

政策（ＭｃＣａｎｎ，２００８）。这种政策流动的动态性不应被理解为不同政策
制定场景中的简单模仿或线性复制，而应该被理解为一个更加复杂的

非线性再生产过程，而这一再生产过程的本质是动态的社会过程。流

动性路径为政策流动研究提供了一个将政策模型、知识的转移、转译或

转换理解为内嵌于跨地方权力场域中的实践的视角（Ｐｅｃｋ＆Ｔｈｅｏｄｏｒｅ，
２０１０）。

此外，流动性路径还将对政策的讨论推至空间场景中。在列斐伏

尔（ＨｅｎｒｉＬｅｆｅｂｖｒｅ）对空间进行了社会建构后，空间性就被纳入了社会
科学研究框架。罗宾森认为当我们在讨论政策流动时，也需要明确这

是一个空间的过程，且离不开对网络的依赖（Ｒｏｂｉｎｓｏｎ，２０１５）。佩克和
西奥多更是提出了理解政策流动空间性的三个嵌入过程：多方向跨尺

度合作、跨地方政策循环以及日益增加的反身治理 （ｒｅｆｌｅｘｉｖ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Ｐｅｃｋ＆Ｔｈｅｏｄｏｒｅ，２０１０）。首先，政策制定的空间范围有所
拓宽。围绕政府机构、智库、专业机构、ＮＧＯ、学者等建立的跨尺度政策
网络给了政策制定者一个超越城市范畴的更为广阔的政策学习空间。

其次，不同的政策制定空间之间建立了连接。政策在全球范围流动中

不断进行交互、集成，并借此塑造出不同的政策制定场景间关系。第

三，政策制定过程涉及到复杂的技术和人员空间转换。政策活动家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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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国际会议、实地调研、顾问工作等途径将政策知识传播到世界各地，

促进治理共同体的形成，并借此践行现代性赋予个体的主体性和流动

性。在流动性路径下，政策制定获得了更加动态而意涵丰富的空间性。

另一方面，流动性总是和固定性共生共存的。城市和城市政策中

存在着一种流动性—固定性张力（Ｍａｓｓｅｙ，２００５）。城市和政策的本质
是固定的，前者植根于已有的固定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资本投资，后者

因路径依赖而呈现稳定状态。这一张力表明流动并非是完全自由、不

受限制的。城市资本以及人的流通要经过去地方化来实现（Ｈａｒｖｅｙ，
１９８２），而政策知识的流通本身更是需要建构在特定的内在制度基础
和规则之上。因此，流动性路径既挑战了国家作为一个在地域、政治和

社会维度拥有相对界限实体的一般性定义，同时也承认国家间及行动

者间关系的地域固定性和嵌入性（Ｔｅｍｅｎｏｓ＆ＭｃＣａｎｎ，２０１３）。政策流
动学者认为“流动”具有丰富的意涵，比“转移”更能精准反映出政策流

动过程的动态复杂性（ＭｃＣａｎｎ，２０１１；Ｐｅｃｋ＆Ｔｈｅｏｄｏｒｅ，２００１）。
２．地理学的关系理性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期，地理学发生了关系转向，学者们提出了关系

的尺度（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ｃａｌｅｓ）这一概念。地理学家认为地理尺度是一种关
系建构，而社会关系也是一种尺度建构，尺度的社会政治建构是理解全

球化及其地域结果以及城市治理的关键（Ｍａｒｓｔｏｎ，２０００；Ｂｒｅｎｎｅｒ，
２０１０）。关系理性克服了地理学研究中的主体与客体二分法，推动了
对于不同行动者及其关系网络的分析，以便透视全球空间的建构过程、

各类行动者在建构中的作用以及网络机制的演化，并关注物理意义上

不同的地域间互动关系所产生的社会意涵（苗长虹，２００４）。政策流动
学者正是用关系理性—地域特性的辩证关系来解释全球关联性以及全

球—地方关系（ＭｃＣａｎｎ＆Ｗａｒｄ，２０１０）。
受关系理性的影响，政策流动主张把全球力量和地方力量结合起

来创造发展竞争力，即将来自不同地方的政策相结合，作为激发本地政

策多样性及治理创新的路径。在这一理性指导下，城市被看作是开放

的，由空间中的关系所建构的，连接着流动资本、移民、信息的全球关系

网络节点，不仅具有独特的在地性，而且与全球其他城市产生关联。一

个连接和贯通各地方政策机制的流通体系和强大的扩散渠道或分配网

络正在促进政策从一地转移到另一地（Ｗａｒｄ，２００６；Ｐｅｃｋ，２００３）。政策
流动的参与者不再被看作是孤立的效仿者，而是身处于一个更大的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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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专家以及实践共同体中的一员（Ｐｅｃｋ＆Ｔｈｅｏｄｏｒｅ，２０１０）。关系理性
主张地方政策应超越狭隘的地方主义，进入更广阔的全球城市政策共

同体中汲取养分，协调不同的观点和主张。这就需要我们将目光从传

统的内部因素转移到跨国的组织间关系、政府层级和政策网络的建构

中去，对政策在地理空间上的运动进行追踪。

地域特性强调的是城市与城市间的个体差异。政策流动性是建立

在地方特定的空间、政治、经济、社会环境之上的，如何重新组合、协调

地方与非地方关系是流动性获得的关键。佩克和西奥多认为不能简单

地从字面上解读地域性，而应该将其贯穿于整个政策流动的过程中加

以解释，因此二人提出了地域性的三个维度：去地方性、本地适用性和

再地方化（Ｐｅｃｋ＆Ｔｈｅｏｄｏｒｅ，２０１０）。当政策从一地流至另一地时需要
以去地方性的方式将政策剥离为可流动、可复制的知识形态；当政策流

入时地域性会带来输入地的本地适用性问题；当政策在输入地实施时，

再地方化过程中的形变、转译又成为影响政策流动效果的关键。

当然，基于关系理性的思考并不意味着弱化地方主动性或者认为

地方只是被动地受到全球思想的支配。保留地域性特征也并不需要牺

牲网络化和流动性。相反，地域性为这些社会网络提供养分，同时反作

用于全球化（Ｂｅａｕｍｏｎｔ＆Ｎｉｃｈｏｌｌｓ，２００７）。一方面，地域性具有不断被
塑造的动态特性，要放置在全球关系中来考察（Ｃｏｃｈｒａｎｅ，２００７）；另一
方面，只有嵌入到特定的社会、空间和制度环境中，政策在全球的流动

才能有所产出（Ｐｅｃｋ＆Ｔｈｅｏｄｏｒｅ，２００８）。因此，伯伦纳提出应该理解城
市是在更宽广的地理场域中被生产的，同时也应该意识到城市的地域

性为这一过程提供了必要的基础（Ｂｒｅｎｎｅｒ，２００４）。城市政策从来不是
一个完全地方化的结果，而更像是关系理性—地域特性辩证关系在现

实场景中的体现。城市政策因此而呈现出地方全球性特征，即全球化

在城市治理中的映射（ＭｃＣａｎｎ，２０１１ａ）。
３．福柯的治理术方法论
治理术研究的主旨在于揭示治理理性和治理技术的产生过程，即

治理实践的合理化过程和实施过程（Ｒｏｓｅ＆Ｍｉｌｌｅｒ，１９９２；Ｌａｒｎｅｒ，
２００２）。近年来，一些学者尝试对福柯的思想进行反思与再建构，包括
将其引入流动性、跨国性等研究领域，以追踪全球现代社会和政治中的

治理、权力、民主、空间、市民权、控制等转变（Ｂｉｎｋｌｅｙ＆Ｃａｐｅｔｉｌｌｏ，２００９；
Ｎａｄｅｓａｎ，２００８，；Ｗａｌｔｅｒｓ，２００２）。政策流动视角试图通过将治理术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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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全球化视角相结合来考察流动中的权力关系。学者们呼吁使用治理

术方法对政策流动和地域化过程中的组织间联盟和权力关系进行研

究，并认为他们所讨论的问题在本质上是城市治理术的全球化。

治理术方法为政策流动研究贡献了关键的视角。首先是权力关系

视角（ｐｏｗｅ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治理术方法区分了具有支配状态的权力结构
以及作为策略的权力关系，启发了政策流动学者对于城市政策全球流

通中权力关系的关注。罗宾森认为全球视角下影响政策采纳和调适的

权力关系被忽视了。他指出，新自由主义思潮下全球政策结果间差异

仍在增大的重要原因是复杂权力关系之间的反复博弈（Ｒｏｂｉｎｓｏｎ，
２０１１）。治理术视角提供了对于政策流通中权力关系的合理想象，权
力关系不仅可以理解为一种支配，而且可以理解为一种跨越权力的诱

导和游说（Ａｌｌｅｎ＆Ｃｏｃｈｒａｎｅ，２０１０）。同时，在治理术视角下，权力是作
为关系而出现的策略，是生产性实践，因此这一视角也强调对权力微观

运作的关注（王丰龙、刘云刚，２０１５）。
其次是治理技术视角。在这一视角下，政策流动研究更加关注

“政府如何”（ｈｏｗｏｆ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的问题，强调政策流动过程中治理技
术和理性对全球—城市政治经济形态的塑造（Ｗａｒｄ，２００６）。具体来
说，研究关注政策如何通过技术、话语、表征、实践被生产、转移和采纳，

以及支撑新自由主义思想在全球扩散的知识、政策、行动者网络是如何

在政府政策和项目上发挥作用的问题（Ｌａｒｎｅｒ，２００３）。拉那（Ｌａｒｎｅｒ，
２００３）认为治理在全球化场景下的实践意义被低估了，他呼吁关注全
球政策流通中不同治理机制间的关系，并将注意力引向全球城市治理

术的技术和实践。

第三是微观行动者视角。治理术文献中十分强调后福利时代专家

的重要性，认为私人部门的行动者正在取代国家机构曾经的角色。这

使研究的视角由宏观层面转向微观层面———关注具体的行动主体的实

践活动以及彼此间的互动关系对全球化的塑造（Ｌａｒｎｅｒ，２００１）。治理
术的观点是政府总是通过吸收不同领域专业人士的意见来获得决策依

据（Ｒｏｓｅ＆Ｍｉｌｌｅｒ，１９９２）。麦卡恩在新专家精英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
政策流动家概念（ｐｏｌｉｃｙｍｏｂｉｌｉｚｅｒｓ），认为网络及其内部的权力关系打
破了原来简单的主体—客体二分法，顾问、记者、活动家、政客、官员、学

者、媒体等都可以是掌握“真理”（ｔｒｕｔｈｓ）的专家（ＭｃＣａｎｎ，２００８）。这些
人通过行动打造城市间关系，使政策流动起来，并自下而上推动着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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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议程的前进。政策流动强调城市治理的后现代性，呼吁弱化政府干

预，关照主体性，强调参与能力和自我治理能力的培育，强调反身治理的

意义，即治理的对象同时也是治理的方式（ＭｃＣａｎｎ＆Ｗａｒｄ，２０１５）。
治理术方法使研究维度从传统的国家间正式行为转向微观参与者

间的互动，强调过程的社会性，并提倡对政策流动现象进行更加细致的

观察，通过详细追踪流动过程中所发生的社会实践、主体间关系、嵌入

过程来反映这一过程中技术的生产和作用以及全球化对城市政策制定

的影响（Ｐｒｉｎｃｅ，２０１０）。

三、流动性转向：理解城市政策制定与创新的新维度

势不可挡的全球化浪潮将流动性置于一个更为广阔的全球空间场

景中，资本、商品、知识、移民的全球流动，人员的跨国旅行以及网络空

间的发展正深刻影响着政府的决策行为。全球化下城市政府政策网络

的连接与拓宽，城市自主性以及自下而上的强大政策推动力等都在深

刻地改变着传统的政策制定和政策创新的方式。实际上，学者们已经

注意到了流动性对政策制定传统定义的冲击。为了及时呈现全球化场

域中城市政策制定所发生的变革，他们倡导重新审视以往立足于稳定

的政策制定研究，并主张社会科学研究不应局限于探索流动的方向、模

式、规律、结果或效益，而应更加关注流动的过程、变异及其中复杂的空

间—社会关系（何雪松、袁园，２０１７）。

（一）重新理解城市政策制定
关于政策制定是一个怎样的过程，许多学者已给出自己的见解。

林德布洛姆认为决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一般只在过去政策的基础上

依据新的反馈进行调整和自我纠偏（Ｌｉｎｄｂｌｏｍ，１９７９）。他将这一过程
形象地定义为渐进调试（ｍｕｄｄｌｉｎｇｔｈｒｏｕｇｈ）。然而，渐进决策机制仅能
解释政策的微调，而无法解释政策创新等较大规模的政策变迁。还有

学者针对政策制定过程提出了“垃圾桶”模式，即当一个解决方案被选

定，决策者只需要在垃圾桶里的众多问题中选择一个与之相匹配的问

题便可以推动既定政策目标的实施（Ｃｏｈｅｎｅｔａｌ，１９７２）。另有学者认
为政策被提上议程是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在特定时刻汇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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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共同作用的结果（Ｋｉｎｇｄｏｎ，１９８４）。然而，这些观点都将决策制定看
作是封闭、稳定的内在过程，却无法解释全球资源汇聚对决策智慧、本

地政策变迁的推动，更无法解释活跃在全球治理体系之中的地方决策

机制。流动性转向引导我们打破以往的研究范式，去发现决策中的不

稳定性、开放性和联结性。

在流动性转向中，城市区域或地方空间的行政边界、社会关系及政

治制度的限制作用被弱化，决策活动不断溢出固定的地理边界，作为要

素在全球流动。这种全球关联性使城市在面临本地发展问题时需要置

身于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加以认识。正因如此，城市政策制定不可

避免地成为一种动态外生学习的结果，而不是一个单纯的内生过程。

全球化带来的一系列变革，如咨询业务的国际化、国际会议和访问的增

长等都拓宽和润滑了跨国城市政策流动的渠道，使全球城市政府得以

连接至围绕政府、智库、专家机构而建构的政策网络中（Ｐｅｃｋ，２００３）。
全球城市政策共同体的形成为人类社会解决治理难题提供了重要资

源。城市可以在政策网络中汲取养分，学习成功经验，并转化为本地的

治理良方。城市网络的连接起到了降低决策成本，抑制机构膨胀，放大

城市政府治理能力等作用。当然，当流动性逐渐从决策环境变为决策

内部要素后，也将为城市治理带来新的不确定性和脆弱性。

此外，政策流动性还提供了一个理解城市政治的新视角：政策活动

家为推行既定政治目标，以学习国外成功经验为名，实则为地方政策寻

找合法化依据。其新意在于流动性对城市政治进行了空间化阐释，揭

示了决策生产背后权力运作逻辑的地理学面向，将谁来决策的问题拓

展到了开放空间之中。同时，流动性也为权力在全球空间中的施展提

供了合法性基础，不同群体因流动性能力差异而具有不同的决策参与

能力，致使政策的生产和受益常常指向特定目标主体，从而塑造了城市

政治的格局。综上，流动性提供的是在空间中认识城市权力以及认识

空间中的城市权力的新维度。政策流动分析概念为我们呈现了一种以

流动性为要义的新的城市决策模式。

最后，流动性框架对于社会性和空间性的强调指引我们去关照那

些微观空间中发生的社会活动。这些活动可以是正式的会议、论坛，也

可以是非正式的吃饭、喝茶、聊天。在这些微观空间中，专家们通过活

动建立起关系网络，城市政策被采纳、质疑、合法化或操作化（Ｌａｒｎｅｒ＆
ＬｅＨｅｒｏｎ，２００２）。这种微观空间让政策活动家在全球化场景中找到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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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的方式开展活动，同时也连接起不同的决策场景。这在一定程度上

突破了官僚决策体系的封闭特征，改变了城市政策制定形态，同时也为

城市提供了一个社会构建的契机。

（二）重新定义城市政策创新
随着城市间竞争日益激烈，追求政策创新和改革的热度持续上升。

政策创新已逐渐成为政府间竞争的新标的，成为治理现代化的标准。

关于政策创新的界定，学界的主流做法是借鉴沃克所提出的定义，即一

个政府首次采纳对它而言是“新”的政策，不管这个政策是否在其他地

点、时间被采纳过（Ｗａｌｋｅｒ，１９６９）。这意味着持续地向外界学习是政府
提高创新生产力的重要手段。萨巴蒂尔曾论证以政策为导向的学习是

政策变迁和创新的重要动力（Ｓａｂａｔｉｅｒ，１９８７）。贝瑞夫妇指出，政策创
新并不一定是政策发明，许多政府都通过学习其他地方的原创政策来

开展本地政策创新（Ｂｅｒｒｙ＆Ｂｅｒｒｙ，２０１４）。而斯通也将跨国界的政策
学习看作是一种政策创新的形式（Ｓｔｏｎｅ，１９９９）。在前人基础上，政策
流动框架为创新增添了新内涵。创新不仅包括向其他城市学习最佳实

践经验，而且包括政策流动所引发的全球政策知识、专家、资源、资本在

城市的汇聚和扩散。后者是一种深度全球化下的城市创新动力机制，

以要素的流动和组合推动着本地创新。那么，与同为解释政策创新的

政策扩散理论相比，政策流动框架又对理解城市政策创新有何增益？

政策扩散研究始于对美国各州政策创新采纳模式的定量分析，强

调州政府之间在政策选择上的相互影响与依赖（朱亚鹏，２０１０）。扩散
被定义为一项创新在一段时间通过特定渠道在社会系统成员中传播的

过程，是一种关于新理念的社会沟通过程（Ｒｏｇｅｒｓ，１９８３）。其关注的是
那些地理位置与资源相近的地方间的政策互动现象，并以时序性、空间

性和交流性解释扩散的发生，即邻近区域采纳新政，采纳者间或采纳者

内部的沟通互动都将促使扩散发生（陈芳，２０１３）。扩散研究强调对国
家内部创新扩散模式的辨识，且通常采用定量研究方法。

近年来，学者开始反思这一分析框架的局限性。新扩散主义（ｎｅｏ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ｉｓｔ）学者指出，传统扩散范式将政策扩散看作是在几乎静止的
地域中向落后地区单向输出创新政策的过程，其对于理性参与者的假

设也使得这一过程成为一种创新消费者与创新生产者之间所做的单向

非人格化交易（Ｐｅｃｋ，２０１１）。然而，创新的移动并非只是简单地以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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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的扩散为终点，而是一个连续的、多极的流动化过程。这一过程将持

续不断地推动政治、社会、经济要素对地域进行制度—意识形态的再

造，同时也伴随着创新在本地的嵌入（Ｂｏｃｋｍａｎ＆Ｅｙａｌ，２００２）。这使得
政策扩散对政策形成过程中的社会过程以及政策流动过程中的地域建

构仅具有有限的解释力。因此，新扩散主义学者主张在政策制定行为

研究中更加强调历史和地理的影响（Ｐｅｃｋ，２０１１）。
新扩散主义对传统范式的批判以及对社会和尺度的强调在一定程

度上推动了政策流动研究的发展（Ｐｅｃｋ，２０１１）。与政策扩散不同的
是，政策流动主张的是过程追踪式的质性研究，更强调非正式参与者之

间的互动以及这一过程对地域的社会建构，因此更多地依赖有限数量

的案例。在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下，政策创新被看作一种城市集成，这里

所指的并不是狭义的政策集成，而是包括政策、专家、资源、资本、知识、

真理、文化等的集成（ＭｃＣａｎｎ，２００８）。一项本地创新政策是全球要素汇
集的结果，这挑战了“政策只在一个地方产生，转移也仅从一地到另一

地”的传统观点（ＭｃＣａｎｎ，２０１１ａ）。国际流动及连通性（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使
得城市创新模式发生了改变。

基于此，流动性视角下的政策创新不是绝对的地方化过程，也不因

全球化而被完全去地方化为一个超越领地、距离和边界的空间流动过

程（Ｂｒｅｎｎｅｒ，２００４）。从本质上来说，创新政策是具有地域性的，它与地
方利益和资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在全球场景中，创新的地域性

并非永恒固定，而是不断被塑造和再造，被去地方化和再地方化。因

此，城市政策创新应该被理解为既有关系属性也有地方特性，既有动态

的部分也有固态（嵌入于某地）的部分（ＭｃＣａｎｎ，２０１１ｂ）。政策的动态
关联性和固态地域性之间的张力恰恰塑造了政策及其所在的地方

（Ｈａｒｖｅｙ，１９９３）。如此看来，未来政策流动很可能同时作为一种城市政
策制定能力和政策创新机制进入政策科学研究者的视野，在增进学界

对政策制定认识的同时为相关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解释。

四、关于政策流动研究议题的一些思考

全球化浪潮将中国推至全球尺度重组的新阶段，中国城市急需对

其功能、边界、任务、资源等进行再思考（Ｓｔｏｎｅ，２００４）。２０１７年１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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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主席习近平在联合国系统地阐释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表

明中国将全面、深度参与到全球治理中，并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贡

献中国方案。在此背景下，可以预见越来越多的中国城市将成为这一

全球治理观的重要践行者，全球关系网络中的城市角色与活动也将更

加复杂与频繁。本文认为，政策流动框架提供了一个聚焦于城市的跨

学科思考路径，对探究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城市角色多有助益，因此尝试

综合现有文献提出政策流动研究的相关议题，以期为国内研究提供一

些参考。

（一）流动性路径下的城市政策制定
第二现代性的出现带来了非定向、细致化、网络化的流动性路径

（鲍曼，２００２）。这一随着现代社会发展而愈发凸显的流动性特征正冲
击和重构着原本建立于地域性、稳定性基础之上的城市政策制定研究。

因此，与城市决策场景相结合的流动性本身以及城市如何面对这种流

动性都是重要的研究议题。

首先，流动性路径本身就蕴含着丰富的研究问题，例如流动性所呈

现的规律与特征、特定结构对流动性的促进、流动性和固定性的辩证关

系等（Ｈａｎｎａｍｅｔａｌ，２００６）。在与城市决策场景结合后值得追问的议
题包括：如何使政策具有流动性？哪些特征促进或阻碍政策的流动化

（ｍｏｂｉｌｉｚｅｄ）？政策流动的选择机制是什么？政策如何被拆解、转变为
可流动的形式？谁在其中推动这一过程以及如何推动？政策如何被转

译并嵌入到不同的组织、经济和政治环境中？这种再次嵌入的过程又

会受到输入地哪些因素的制约？官僚机构、制度、专家等如何影响着政

策、项目，并导致政策知识的变形（ｍｕｔａｔｉｏｎ）？技术和知识在新环境中
如何转译为可执行的制度和计划？这一过程对于输入地政策制定又会

带来了怎样的影响（Ｃｚａｒｎｉａｗｓｋａ，２００２；Ｐｅｃｋ＆Ｔｈｅｏｄｏｒｅ，２００１）？
其次，从城市主动性的角度来看，流动能力越强、速度越快就会在

社会的各种关系和事务运作过程中占据越有利的位置，那么不同城市

是如何通过促进这种政策流动性来获得比较优势的呢？其中的机制是

什么？有待考察的还有：为什么一些城市政府在全球政策网络中更具

有可进入优势？怎样的制度环境会限制城市政府的参与，导致其缺乏

向别的城市学习的能力？决策者又是如何处理流动中所构建的复杂权

力关系和社会关系的？这一层面的问题最终指向的是如何利用流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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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城市决策智慧以及如何向外输出本地智慧的问题，也是新理念下

中国城市政府所需要面对的问题。

（二）关系比较视角下的城市政策流动与创新
全球化和政策网络的发展改变了城市政策制定的传统，政策流动

逐渐成为城市进行政策创新的重要途径。政策流动框架本质上是一个

解释政策变迁的发生机制。在解释创新发生时，学者们倡导一种关系

比较的城市研究视角。这一视角强调城市在地域和关系上的地理学意

义，并关照政策流动对地理尺度不同维度的建构（Ｗａｒｄ，２０１０）。这为
政策的流动和创新提供了跨学科研究思路。然而，目前国内对于政策

创新的研究更多关注的是创新产生的制度背景、动机、激励以及创新的

特征、类型，多从政府体制内部来解释创新（何艳玲、李妮，２０１７；朱亚
鹏、肖棣文，２０１４；吴建南等，２０１１；周黎安，２００８；杨雪冬，２０１１；陈雪莲、
杨雪冬，２００９），而缺乏这种比较城市或关系比较的研究视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和跨学科的对话。

从地理学的关系角度出发，我们可以追问：是什么导致了政策流动

在全球的地理不平均？为什么存在这种不平均？这种不平均又给政策

制定、创新提供了什么启示？是否可以从全球关系角度提出影响政策

创新、本地问题解决的关键要素（ＭｃＣａｎｎ，２０１１ａ）？我们也可以从政策
流动的网络和流向角度来探究政策全球化背后隐含着的地方—全球权

力关系，以及追寻塑造这一关系的因素（如资源、资本、经济、文化、政

治）。另外，我们可以考察这一过程是如何塑造地方、国家和全球格局

并影响城市化进程，还可以从组织以外的角度来探究影响城市进入全

球政策网络能力的因素，如经济水平低下的城市是否更难通过向别的

城市学习成功经验来进行本地创新（Ｐｅｃｋ＆Ｔｈｅｏｄｏｒｅ，２０１０）。这些思
考意在明确全球化力量之于政策制定的影响，把全球化因素囊括进城

市政策分析之中，为政策研究提供一个关系比较的视角。

（三）治理术方法论下的城市治理变革
在治理术影响下，政策流动框架强调城市政策的社会性，强调社

群、基层力量对城市治理产生自下而上的推力以及对不同参与者的行

动进行更加细致的研究。这一框架认为城市间关系被参与者的输出、

学习和合作行为所塑造。政策活动家在微观空间中的互动也进一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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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了城市政策制定同时也是一个多方参与的非正式的、社会的过程。

专家、学者、媒体、官员等都是这一过程中的重要参与者，共同激发着城

市活力和创新。将本地政策网络连接至全球专业人才网络，意味着将

城市治理的边缘打破，来自全球的社会力量都可以推动本地创新议程

（Ｐｅｃｋ，２００５）。
因此，我们还需要关注流动的现代性对社会主体性意识和自下而

上的反身治理的重要影响，对跨国政策活动家的重视是理解政策流动

发生机制的关键。例如，我们可以讨论这一过程中的关键行动者以及

他们之间的互动行为对政策的制定与执行的影响。再具体一点，地方

政策行动者如何与全球政策共同体建立关系？专家如何进行跨国政策

合作，通过什么途径发挥影响力？决策采纳的过程有着怎样的内在特

征？国际会议、实地考察等实践又是如何连接起不同的决策场景的？

这些问题的解答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全球化下的城市治理变革，并

为如何在全球治理体系中贡献中国方案找到答案。

当城市在全球政策共同体中发挥着越发关键的作用时，比较政策

研究急需进行从国家中心到比较城市的视角转换。而政策转移研究的

流动性转向恰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聚焦城市间政策跨国互动的比较城

市研究框架———政策流动框架。它的跨学科理论基础，包括流动性路

径、关系比较视角以及治理术方法论都将为比较政策研究带来新的

活力。

正如马西所言，对于城市的发展，如果我们只从城市内部和城市所

在的国家中寻找答案显然已不合时宜（Ｍａｓｓｅｙ，２００７）。城市治理已不
是一个内在的过程，而是不断从其他城市的成功实践中汲取养分的过

程。城市问题也不应再区分国别，而是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所要共同

面对的全球治理问题。在开放的全球政策网络中寻找方案、输出方案

将成为未来全球城市治理的新常态。我们应该借鉴政策流动的跨学科

建构思路重新审视中国城市治理问题，通过大量扎实的实证研究与跨

学科思考，与国外相关研究展开高质量的对话，进而构建对于政策流动

的本土解释。这正是作者进行本次文献综述的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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